
 

编者按：本期刊发的周祖文、叶铭、傅亮、谭皓的四篇文章，都是 2015年 3月2l—_22日在重 

庆召开的“第二届抗 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到本期为止，该研讨会论文选登完 

毕。 

动员、民主与累进税： 

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 

周祖 文 

内容提要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敌后根据 

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在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先轻后重，最后又 

有所减轻。早期过于仰赖外援，当外援突然断绝之后，救国公粮不得不临危受命，以解财 

政危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救国公粮是按累进征收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上 

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累进条例成为具文。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 

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但由于公粮在县级层次上的 

分配不均，村和乡的民主评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 

进行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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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战虽以军事为重，然其基础性的支撑则来源于财政。在财政收入方面，由 

于抗日根据地几乎完全依托于传统的农村地区，农业收益因此成为抗日根据地财政的大端。救国 

公粮是根据地汲取农业收益的主要方式。对于救国公粮的研究，早期一般与对农业税的研究或者 

对农民负担的研究相勾连①，近十多年来，则进一步扩展到救国公粮所关联的诸多方面。就本文所 

关注的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来看，一些研究仍然关注其作为农业税税收制度的承继②，一些研究 

将救国公粮纳入到区域经济范围内加以观照。③最近有研究倾向于将其作为中共克服20世纪4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课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13@zHO28)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代表性的成果参见李成瑞《抗 日战争时期几个人 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 究》1956年第2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版。 

② 例如，章蓬、齐矿铸：《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王明前：《陕甘宁抗 日根据地正规 

化与科学化税收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o13年第2期。 

③ 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 

史》，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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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经济困境的财政政策来考量；也有研究关注中共早期财政的结构问题①；有的研究注意到 

征收公粮中的政治动员问题②；有的研究则强调救国公粮征收与边区治理方式演进的关系③，还有 

的研究则侧重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结构与贸易体制、金融系统的互动关系。④ 总之，已有研究在不同 

的方向上多有拓展，但对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实际运作形态和逻辑鲜有涉及，本文试就此作一 

申论 ，庶几可与已有研究互为补充。 

财政结构转捩中的公粮征收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从土地革命时期存续下来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成为中共中央 

的所在地，也是中共整个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因为处于抗战的后方，所以整体上陕甘宁边区是比 

较安定的，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在陕甘宁边区都得到了较早和较好的推行，就救国公粮来说，陕 

甘宁边区在所有抗 Et根据地中最先征收救国公粮 ，“救国公粮的办法，边区倡之于始，华北、华中各 

根据地都在照办”⑤；同时，由于较少受战事的直接影响，陕甘宁边区有条件较为充分地完善救国公 

粮的各项制度。作为中共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乃至救国公粮既有“地方性”， 

也有“国家性”，“这里是党中央所在地，是解放区的总后方，因而脱离生产人员特别多，自1941年 

以来，边区每百人至少养活 4个脱离生产人员 ，1944年最多时，每百人养活将近 9个脱离生产人 

员”。⑥ 因此 ，要考察抗 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救国公粮，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其经济在土地革命时期即遭受严重破坏，“边区人民纳税的能力， 

可说是没有的，那时什么税也没有，政府收支全靠特种收入”，包括“没收、战争缴获、银行贸易局的 

营业等”⑦，这些非常规的收入虽然能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但非长久之策。在此背景下，1937年， 

陕甘宁边区开始试征救国公粮，以解决边区财政收入和军队食粮的问题，一直到 1945年抗战结束 ， 

陕甘宁边区都是通过救国公粮解决了军食和相当一部分的财政问题。总体来说，抗 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征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37--1940年，属于初创时期；第二 

个阶段是 1941--1942年，是不断完善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 1943—1945年，救国公粮制度在一些 

地方改为农业统一累进税。各个时期征收公粮数量见表 1。 

表 1中，1937年采购粮食的数额是缺失的，其数量应该高于 1938年，因为 1937年的购粮款达 

到了81505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16．2％，1938年购粮款只用了68000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8．3％。⑧ 因此，1937年和 1938年两年 ，陕甘宁边区的购粮数是超过所征收的救国公粮数的。购 

① 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 

进入与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马克 ·赛尔登(Mark Selden)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黄正林、 

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 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抗 日 

战争研究)2o15年第1期。 

( 李蕉：《征粮、哗变与民主建政：陕甘宁初期边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 

④ 陈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贸易体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72 

期，2011年6月，第137—192页。 

⑨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 ，档案出版社 1987年版，第201页。 

⑥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 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 

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8页。 

⑦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202页。 

⑧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 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 

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l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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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大量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从表 1中看，1937—1940年公粮负担是轻 

的，此期边区人口约 130万人，人均负担在0．1__0．7斗之间，占其收获量的 1％__6％之间。购粮 

多于救国公粮的这一结构与 1937一l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结构有关。这一时期 ，陕甘宁 

边区财政收入中大部分来源于“中央协款，八路军军饷和国外华侨、后方进步人士捐款，总之是依 

靠外援”，其中八路军军饷是每月60万元，此项加上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捐款占到了1940年边区 

当年“岁人的70．5％”。① 在 1937--1940年中，外援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1．69％--85．79％之间，具 

体数据见表 2。 

表 1 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公粮及人均负担表 单位：石 

年代 实征公粮 购粮 合计 人均负担(斗) 占收获量百分比(％) 备注 

1937 13895 13895 O．1 1．28 机关部队脱离生产人员最多不过 3万人 

1938 15972 1670o 32672 0．12 1．32 大后方学生大批涌入 

调前线部队回防，学生继续涌入 ，脱离生 1939 52250 2440O 76650 0
．
4 2．92 

产人数增至 4万人 

1940 97354 18751 116105 0．7 6．38 粮食征、购不足，与实际需粮尚差34000石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 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 

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8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 1月4 

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202页。备注一栏数据来源于陕甘宁边区财 

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1_93页。人均负担及 

占收获量百分比见同书第13页。 

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以十八桶斗每斗30斤为标准，1石为300斤。 

表2 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占比 单位：％ 

项 目 1937矩 1938正 1939正 1940拄 合计 

全部岁入 100 100 100 100 l00 

外援 77．2 51．69 85．79 70．50 82．42 

其他 22．8 48．31 14．21 29．50 17．58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 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 

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l3页。 

从表2看，外援基本上占到了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七至八成。外援是一把双刃剑。这种严 

重仰赖于外援的财政结构虽然有利于减轻民众负担，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倘若抗战初期以来形 

成的较好的国共关系得以维系，外援得以延续，也许救国公粮在陕甘宁边区整个财政体系中的重要 

性就不容易得到凸显。但1939年之后国共之间摩擦不断，过分仰赖于外援的财政结构难以为继， 

使抗战最初几年救国公粮的征收少、负担轻的局面走到尽头。1940年 9月，国民党便曾一度停发 

①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 

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3页。外援之中，此一材料未提及苏俄的援助，但据黄道 

炫在《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与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的研究，苏俄的 

援助为数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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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6O万元的军饷，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后 ，这笔军饷彻底停发，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 

也停止汇兑了。一下子失去了占财政收入七成的外援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顿时陷于难以为继之 

境地。虽然这一后果早有端倪 ，中共也有未雨绸缪的准备，如 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开始加强税 

收，增收羊税，但也只解决了财政收人的22．9％，而后不得不以银行垫款 3587099元解决赤字，占 

财政收入的36％①，最后又不得不停发经费5个月，“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费用(冬夏 

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 自给，自一月一 日起不再发给经费”。②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最大的一 

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 

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 

是大极了。”③ 

外援断绝之后，陕甘宁边区全力转向从内部开掘财源，除了开征新的税种之外，现成的救国公 

粮成为重要的财源。由于大后方学生涌入和部分军队回防边区，粮食需求上升，1940年征收的公 

粮已经比1939年的增加了将近1．8倍。即便如此，依然还有3．4万石粮食的缺口。因为当时粮食 

实际需求量是 12．4万石，而出于仰赖外援财政的惯性，只征收了9万石，这使原本难以为继的财政 

雪上加霜。从 1940年 11月下半月起，由于公粮不足，边区政府停发公粮，各机关学校一律食用生 

产自给粮。④ 到 1941年 3月，边区政府粮食告罄，嗷嗷待哺，经过两次借粮 42700石，一次买粮 

24660石，苦苦支撑到 12月，到 12月后新吃当年征收的公粮 13200多石⑤，才算熬过去。粮食奇缺 

的现实，使 1941年的公粮征收数额不得不提高到2O万石(见表3)。 

表 3 1941--1945年陕甘宁边区公粮及购粮数额 单位：石 

年份 实征公粮 购粮 人均负担(斗) 实征占收获量(％) 备注 

春季出现粮食恐慌，借粮两次共 49705石 ，以补上 1941 201617 24664 13
． 85 

年征收不足 

党政军脱离生产人员达 82619人 ，机关部队卷入 1942 165369 1
． 22 11．14 

开荒生产 

1943 l84l23 6978 1．30 l0．16 机关部队粮食 自给4．6万石，自给占公粮 28．75％ 

1944 1600oO 1．10 8．63 自给 8．6万石，自给占公粮43．12％ 

自给21140石，占公粮 17％。日本投降时党政军 1945 124O00 140oo O
． 77 7．75 脱离生产人员 l2万人

，后减为7万人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 

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O、98—99、152页。 

①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 1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 

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l5页。早在 1939年，随着国共摩擦的增加，中共已经预 

计到外援的不可靠，毛泽东曾提 出自己动手，生产开荒，但在外援仍然源源不断进入边区的环境下，生产开荒未能成为热潮。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关于生产 自给问题》(1940年 l2月9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 

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l8页。 

③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年版，第748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关于征收公粮事》(1940年 1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 

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97页。 

⑤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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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是整个抗战时期公粮负担最重的一年，实征已占总收获量的 13．85％。因为当年借 

粮达到近5万石，所以边区政府为了兑现归还借粮的承诺 ，多征了5万石。1942年 16万石的公 

粮任务也基本上是按照 1941年的水平确定的。为了不增加边区农民负担，毛泽东提议从 1943 

年起 ，“每年征收公粮 18万石，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一数 目上，不仅在 目前全边区粮食总产 

量约 150万石时是收这个数 目，就是由于生产发展，总产量增至更大的数 目时(据很多同志估 

计，就现有劳动力加以调剂 ，能使边区粮食产量达到 200万石)，我们也只收这个数字”。① 因此， 

1943年公粮确定为 18万石，1944年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降到 16万石，1945年更降到 l2．4 

万石。 

公粮的减少与 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之后部队机关大生产蓬勃开展、部队机关粮食 自 

给率的提高有关，也与“发展生产”之后边区土地数量的增加有关，同时也与 1943年后在陕甘宁边 

区和晋绥边区晋西北之间打通了一条贸易道路改善财政收入有关。陕甘宁边区的耕地 1937年约 

为862万亩，到 1941年增加到 1213万亩，1943年再增加到 1338万亩的高点，与之相应的边区粮食 

总产量从 1937年的 111．6万石，增加到 1941年的 145．5万石和 1943年的 181．2万石。② 耕地和 

产量的增加，使得公粮负担得到相对改善。同时，陕甘宁边区财政也得到了晋绥边区的强有力支 

持，终于渡过难关。陕甘宁边区“从晋西北开辟了一条贸易的道路，解决边区人民必需品困难，边 

区人民永远不能忘掉他们的功绩”。③ 陕甘宁边区通过成立由贺龙、陈云等人领头的西北财经办事 

处，负责边区与晋西北的贸易，抽取贸易特产的20％税收补充财政收入，使边区财政得到了充实。 

而在财政改善有能力进行购粮后，1945年的公粮任务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陕甘宁边区财政结构从最初的仰赖外援转向开掘自身财源的过程，既是边区财政的特点，也是 

其公粮征收的特点，如何开掘自身的能量，动员边区内部的经济和粮食供给潜力，是陕甘宁边区公 

粮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动员与政治动员 

“动员”是十多年来研究抗 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一个热门术语。在土地改革、军队征兵等研究 

领域，学术界频繁使用的主要是“政治动员”一词。该词在学术界的流行乃至泛滥，某种程度上遮蔽 

了“动员”一词在抗战时期的涵义。虽然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材料中也多有“政治动员”的提法与活动， 

但“动员”一词最本源的所指乃是与人力、物力和负担有关，其次才是与宣传相关的政治动员。 

首先看人力、物力。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在 1944 年对中外记者的书面回答中，把动员的对 

象分为“公粮的运输”“公盐的运输”，以及“临时动员的担架、运伤兵，修路，帮助军队建筑”中使用 

的人力、畜力。④在《解放日报》上，“动员”一词也用于人力、物力方面：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 

“公盐头一次 16驮完成了，这次 16驮半，刚布置下去，先前说动员牲口去盐池驮，老百姓说天冻，不 

好行动，听说上面叫改交代金，都愿意”。⑤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73页。 

②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52页。 

③ 边区财政厅：《抗战八年财政工作检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 

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86页。 

④ 《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各负责同志回答中国记者书面问题谈话》，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440页。 

⑤ 《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 1月1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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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力、物力，动员最主要的对象是负担动员。比如： 

由于仁政观点，怕群众负担重了，而不顾革命与战争需要，造成一九四一年的粮荒，向群众 

借两次征一次，动员频仍，不胜其烦。① 

在这里，借粮和征粮都属于动员。因为公粮的征收是对农民②的实际收获量进行征收，同时征 

收条例和细则一般每年都会变动，公粮任务每年都是不同的，农民事先不知道该交多少，所以每次 

征收之前都是一次动员。事实上，公粮是陕甘宁边区各种临时或正规动员中最重要的一种负担动 

员。动员的种类不仅是借粮和征粮，还包括其他许多种类。从下面对动员进行反思的材料中，我们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动员项目： 

动员工作的不正规表现在什么地方?(一)项 目太多，除公粮公草外，时间、次数无定。番 

[翻]开石泰乡一年来动员账本一看，可以数出今年财物动员项 目共31项(另外动员毛驴送远 

差七次不在内)，其中大部分是临时动员。内除主要的负担动员，尚也包括有关慰劳的动员五 

次，乡学校教员米与办公费各两次，冬学公费一次，欢迎剧团费用三次，乡参议会开会费用一 

次，鞋子三次——这些临时动员，数是很小的，如冬学公费 12元，每一行政村只分得3元，慰 

劳抗工属麦子8斗，每行政村分到 2斗多——数量虽小，可是却被作为一次动员工作，要召 

开一次乡干部会议，要分工下农村动员，这家收几毛，那家收几毛，使得干部与群众，都感到 

麻烦。③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动员的范围很广，一个乡的动员项目就有 31项之多，包括粮、钱、草、公 

盐畜力、冬学公费、乡参议会费用、鞋子、乡学米等，甚至合作社股金、有奖储蓄券也是一种动员项 

目。而在一些材料中，买粮、木料、柴、菜等也是动员项目。④ 在这些名 目繁多的动员中，公粮征收 

是一种“正规动员”。因为公粮征收有征收条例和细则，一年只征收一至两次，不是次数不固定的 

征收，所以不是“不正规动员”。 

我们也可以在当时边区领导人的材料 中找到关于公粮是一种动员的佐证。譬如谢觉哉认 

为，“救国公粮就是农业税，也即是田赋，并不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同是向耕地的人要东西。但我 

们对这问题的认识，好像不是一样。农业税、田赋方是正规的，救国公粮只是临时性质”。⑤ 这里 

所说的“临时性质”，就是指救国公粮是一种动员，只不过在动员中，救国公粮又是一种正规动员 

而 已。 

那么，动员为什么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分派负担、筹集钱粮的办法，救国公粮又何以成为政府 

筹集粮草的最主要负担动员方法呢? 

①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18日)，陕甘 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 

馆编：《抗 El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5页。 

② 虽然不从事农业的市民也要交纳公粮，但考虑到从事农业的农民占到陕甘宁边 区人 口的90％，为方便起见，还是将公粮 

主要作为农民的负担。 

③ 洪彦霖：《动员工作与群众负担问题》，《解放 日报》，1942年8月24日，第2版。 

④ 边区政府秘书处统计室：《边区民众负担统计资料》，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440页。 

⑤ 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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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田赋征税办法不足以支撑陕甘宁边区政府应对战时的庞大开支。一方 

面，陕甘宁边区“历来是经济落后，生产不发展，出入口不平衡的地区”。① 经济落后，又不能 自给， 

导致边区历史上财政收入很少，“抗战前陕北旧治二十三县中，有不少县份的收入尚不足本身每月 

仅 360元的政费开支，其贫穷即可想见”。② 另一方面，明代遗留下来的按田亩册征收田赋的办法， 

以及国民党时期“以烟土来弥补”⑨的做法都不再适用，而要实行新的、如谢觉哉等人期望中的“非 

临时的”“正规的”农业税，尚缺乏实施条件。因为在抗战的最初几年，边区政府对于陕甘宁边区的 

人口、土地、粮食收获量等经济数据实际上都不甚了了。以边区政府直属的延安县为例，直到 1941 

年前对于延安县的人口一直以为是44．4万人，后来因为要进行普选，对全县选民进行登记时进行 

了一次调查，才查出人口为55．5万人④，调查前后相差了 11．1万人，占实有人数的20％之巨。在 

土地上，1943年延安川口区因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而进行土地调查时，发现土地数 目差距很大。 

“试行的四个乡大部分是经过土地分配的。土地原有数 目很不确实，原登记数只有一二四五四 

垧，这次登记共计二八五三九垧，为原登记数之百分之二三o，增加数为原有数一倍以上。增加 

原因主要有：过去登记的不确实，人民对土地只有一个习惯上的数 目，与实有数相差很远，如一乡 
一 家农户他的一块山地只有五十垧，众人都认为差的多，丈量之后，实有地五五。垧，为原数之十 
一 倍。另有一户自报一块地只有一垧，打过后实有地四十五垧，为原数之四十五倍。这样的例 

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因为大家对丈量土地尚不熟练，已登记土地的确实程度，估计只有百 

分之八十左右，如土地登记的彻底，其增加数 目当为更大”。⑤ 在产量上，农民隐瞒产量的行为普 

遍存在，虽然中共投人很大的力量⑥，但调查所得到的材料，大多是“粗枝大叶”⑦，甚至在进行了五 

年公粮征收后的 1942年，虽然边区一再强调调查的必要性，还是发现调查的效果差强人意，“很多 

农村的调查材料，比较实在收获量还相差很远”。⑥ 

在人口、土地、产量的数据都不确实的情况下，公粮动员就成为边区政府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 

的选择。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公粮动员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1938年11月，边区政 

府代主席高自立在给关中专员霍维德的指示信中，强调征收公粮“不要认为只有先经过调查统计 

之后，才再按照百分之几的比例去征收，若此，则二千担之数 目将无法完成之。因为农民究竟收多 

少，难于调查统计清楚，因此必须主要依靠政治动员”。⑨ 

政治动员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色彩斑斓。一是组织宣传组，比如关中分区“进行了三四天深 

刻的宣传工作”，宣传的内容包括“抗战形势，保卫边区与保卫家乡生命土地财产的办法意义，并与 

群众的日常生活与迫切要求联系起来，借集市的机会给以广泛宣传解释”。在清楚解释之后，“人 

①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1944年8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 

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390页。 

②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12月8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 

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8页。 

③ 南汉宸：《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议报告纪录》(1941年1O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 

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53页。 

④ 延安县县长刘秉温：《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解放 日报》，1941年9月 l1日，第2版。 

⑤ 吕克白：《延安川口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的成果》，《解放 日报》，1943年 12月30日，第2版。 

⑥ 公粮调查是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心工作，同时还是各级党组织某个时期内的主要工作。一般来说夏 

收的 5—7月．秋收前后的 10月直至来年的2月，公粮征收工作都是政府和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或重要工作。 

⑦ 王治邦：《延长县一区一乡夏征事件》，《解放日报》，1942年 10月l1日，第2版。 

⑧ 《财政厅指示信》，《解放 日报》，1942年12月6日，第4版。 

⑨ 《高自立代主席关于征收救国公粮问题给关中专员霍维德的指示信》(1938年11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 

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辑，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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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这样说：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一定能把 日本挡住，使 日本不能踏入咱们边区等话。所以人民对之 

特别拥护，自动的报缴”。①二是召集群众大会。延安县通过大会解释公粮作为军食保卫边区的意 

义，一般群众经过解释后都说“日机经常来轰炸延安 ，这样惨无人道，我们甘心出救国公粮使前线打 

日本”。三是利用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动员。延安县中区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后，下到各乡干事会议及 

活动分子会议，最后召集党小组会议，“估计了各群众收获粮食之多寡及应征收之数目字”。② 四是组 

织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进行宣传，张贴标语，固临县“完校编了九个大队，每队又分三组，分发各村 

宣传⋯⋯小子说话群众还喜欢听，收效很大”。五是会议宣传和个别谈话。固临县安太区白天召 

集妇女宣传，晚上召集男子分开进行③；延川县永坪区“利用社会关系，干部深人农家，向亲友宣传 

解释，倾听群众意见 ，借以调查了解群众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情绪”。④ 

在宣传的同时，也开展对人口、土地和产量的调查。但是由于“人力不足”，“宣传解释工作不 

够深入”，调查“多欠正确”。⑤许多地方调查结果大都令人失望，“靖边县一共有九个区，但这次的 

调查结果，没有一个区能嘹[了]解到确切的情形”。⑥ 在宣传、调查之后，就让群众开始自报产量 

和公粮。比如，1939年征收公粮时，安塞县“三区曹士花自愿提出交纳 1石 2斗，五乡曹怀高自动 

交纳 5斗，四行政村代表主任陈廷祥自动交纳 5斗”，这是在 1937--1940年的公粮征收时自报的常 

态。⑦ 在公粮征收中，“登记时大部分是自愿的报粮”。⑧ 但是自报常常是不可靠的，隐瞒土地和产 

量的情况无处不在。虽然边区政府一再强调，“凡我边区人民，务须自动如期缴纳，不得隐瞒拖延， 

以多报少”⑨，但这一强硬语气的背后实则充满了边区政府的无力感。 

不过，政府还有各级农村干部可依靠，以用来对付瞒报。实际上，此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 

动员更多地放在了动员干部带头实报，甚至表演性、示范性的自报之上。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响亮口 

号是“干部决定一切”⑩，政府利用干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引导群众实报粮食。延安县西区四乡在 

自报时，“发动打粮多的干部，自己报告 自己的收获量与应交公粮数目”(见表4)。 

从表4看，支部书记和农会主任在政治动员后两次所报公粮已经占到收获量的 14．9％，5倍于 

1939年全边区的2．92％，较之于陕甘宁边区公粮负担最重的 1941年平均的13．85％还要高出1个 

百分点。虽然延安县的公粮负担一直比较重，但这一比例仍然是偏高，不排除带有某种表演性的示 

范成分。因为按照当时的一般估计 ，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力之饱和点是 15％_20％”，边区农民 

① 《关中专署霍专员维德的报告》(1938年 12月6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 

编》第 l辑，第 106页。 

② 《延安县政府报告》(1939年 11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辑，第 

428页。 

③ 《固临县征粮征草报告》(1941年 11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 

辑，第340页。 

④ 《延川县征收救国公粮报告》(1940年 1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2辑，第49页。 

⑤ 《征粮运动延川总结调查》，《解放 日报》，1941年 l2月 13日，第4版。 

⑥ 李焕时：《征粮 中ga~--．z．事》，《解放 日报》，1942年2月8日，第4版。 

⑦ 《安塞县为征收救国公粮的报告》(1939年l1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 

编》第 1辑，第430页。 

⑧ 《关中专署霍专员维德的报告》(1938年 l2月6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 

编》第 l辑。第 109页。 

⑨ 《陕甘宁边r-,z~府布告(第一号)——为征收救国公粮事》(1937年 l0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舍编：《陕甘 

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辑，第 18页。 

⑩ 《延川县征收救国公粮报告》(1940年 1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2辑，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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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粮负担，还有公盐代金、教育附加粮等，仅公粮负担就已经达到 14．9％，加上其他负担，确实 

已经达到毛泽东所说的“竭泽而渔”的地步。① 支部书记和农会主任的公粮负担实际上已经到了可 

以承受的极限，而其他干部也有两人达到了 12％和 11％，最低的也有 4．2％。可以说，这几个干部 

的确堪称模范。 

表4 延安县西区四乡1939年征收公粮时干部自报粮表 

年收获 人均收获 上次 自报 动员后 公粮占年收 干部 人
口 两次合计 粮食 粮食 公粮数 公粮数 提出数 获量比例(％) 

农会主任 4 25石 6．3石 7斗3升 3石 3石7斗3升 14．9 

前任乡长高生桂 11 50多石 4．6石 1石5斗 4石 5石 5斗 11 

支部书记姬凤祥 8 32石 4石 7斗7升 1石 5斗 4石 4石 7斗7升 14．9 

乡俱乐部组织干部 5 15石 3石 3斗 1石 5斗 1石 8斗 12 

乡长李树才 5 l5石 3石 3斗 8斗 1石 1斗 7．3 

党小组长古白 6 5石 0．8石 2斗 1升 2斗2升 2斗 1升 4．2 

资料来源：《延安县征粮与扩军工作第二次报告书》(1940年 1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 

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12页。 

在报粮的过程中，“党的一个小组长古白，这次他也要再交2斗2升，大家认为他不够征收的条 

件，但他执意不肯，他说边区形势既然紧张，前方部队要粮才能打仗，我的粮虽不多，但我应稠吃吃 

稀一些，可以交一些公粮，经再三解释，他好像不高兴。总的说，这样一来，首先保证了干部中能够 

按规定征收，群众再不会感觉不公平，提高了对政府的信仰”。② 干部和党员该交粮的都报得畸高， 

没资格交粮的一定要交，不让交公粮则“好像不高兴”，在这样的表演性质的政治动员之下，群众既 

不好意思报低，同时由于高报之后水涨船高，也无法报低，“群众说：‘今年不同了，区长，乡长都实 

报，我们须得实报。”’③无怪乎延安县政府要坦言，“党员起了极大的模范推动作用，影响一般群众 

自动提出征收数目字”。 

类似的还有安定县中区二乡开全乡大会的时候，“计共有出粮的家户 32家，内有党员应出粮 

者 1O名，因此这 1O个党员在大会很热烈的以打冲锋的精神报名，引导着群众也流水般的报名他们 

自己应出的公粮数目”。⑤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打冲锋”一词，显然是 l0名党员先报，群众后报。 

从延安西区四乡的例子来看，先报者产量报得一般都要高，以党员之高带群众之高。当时，动员党 

员先报粮是一种流行做法，固临县林镇区在公粮征收中，也是把“统计产量从行政村以上的干部作 

①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95页 。 

② 《延安县征粮与扩军工作第二次报告书》(1940年 1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舍编：《陕甘宁边区政府 

文件选编》第2辑，第12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完成征收九万石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第二次指示信》(1940年 12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 

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33页。 

④ 《延安县政府报告》(1939年 11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 

427页。 

⑤ 《(安定县)一月十九日函两件》(1940年)，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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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然后再普及群众”。① 

如上所述，由于庞大外援的存在，公粮在 l937—194O年的陕甘宁边区财政结构中并不太重 

要，所以此一时期各级政府在公粮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并不会太多。这实际上是此一时期公粮对 

于调查并不太重视的根本原因，其政治动员在多姿多彩乃至极富表演趣味的外表之下，公粮的负 

担已经重重地压在了地主和富农身上。1940年“已有了公粮征收条例，且派少数工作团下乡协 

助，实际上仍是一种劝募性质的民主摊派，负担重点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 ，县与县、区与区、乡与 

乡、村与村，以至户与户轻重悬殊，普遍流行 ‘抓大头、瞅 目标 ”’。② 1940年，公粮的“起征点为 

450斤，即每人每年收获量(副业收入均不计入)达 1石 5斗者始缴纳公粮 ，亦即五人之家收获量 

不及 7石 5斗者概予免征，结果 50％以上的人民未能负担战时公粮，征收对象只集中在少数大户 

身上”。③ 

调查不实的情况下 ，经过政治动员后虽然可以完成公粮任务，但是公粮负担不公平也产生了严 

重的后果。一些富有者逃匿，迁移出边区，影响了边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对于政治动员本身，农民 

也会觉得厌烦，当征收公粮进行宣传时，农民直接回答 ：“讲什么，反正是要粮。”④ 

当政治动员遭遇其限度时，就需要有别的办法来加以调剂补充。 

三、民主成利器 

1941年的公粮任务是 2O万石，为 1940年 9万石的2．2倍，是陕甘宁边区公粮负担最重的一 

年。为了完成史无前例的公粮任务，边区政府也颇费思量。首先降低起征点。由于公粮任务畸重， 

显然仅仅像以前那样“瞅目标”把公粮负担压在地主富农身上不足以顺利征收到足够的粮食，必须 

扩大公粮负担面，让此前没有负担公粮的人也来负担。于是，起征点从 1940年的每人450斤，降到 

每人 150斤，落差足足有 300斤之多；其次，引人民主。考虑到20万石公粮畸重无比，要完成任务， 

必须有征收方法上的创新。这时有人提出“征收公粮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人民的事，政府可以根 

据调查提出数 目，然而，还必须民众 自己讨论民主的决定”。⑤ 引入民主的好处是，公粮任务由原来 

的政府向农民征收的问题，变成农民自己民主决定谁该来交公粮、该交多少的问题。质言之，在引 

人民主之后 ，公粮从原初的政府与农民的问题 ，已变为农民与农民的问题；而公粮畸重的问题 ，也已 

变为公粮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引人民主是通过一系列组织来进行的，这些组织包括县、乡参议会、村民大会、家长会议。陕甘 

宁边区原来就有边区参议会，但 1937年 12月成立之后一直不受重视，三年都未开过会。1940年 

边区参议会异常隆重地重开之后，1941年，边区公粮的分配都是经过边区参议会来分配各县数目 

的，并且各县、区、乡参议会同样承担了各个层级的公粮数目的分配。在延安县各村，征粮在组织上 

① 《固林粮开始征收》，《解放 日报》，1941年 12月16日，第4版。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每个干部和党员都愿意高 

报，相当多的干部也隐瞒不报 ，以多报少。在各地的材料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不胜枚举。比如延川县辛县长总结经验时说：“干 

部的模范作用也不够，如永远区三乡乡长李登期打粮 29石，只报4石。”参见《征粮运动延川总结调查》，《解放 日报》，1941年 12 

月13日，第4版。 

②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93页。 

⑨ 《财政厅长南汉宸谈公粮公草全部完成》，《解放日报》，1942年2月14日，第4版。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完成征收九万石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第二次指示信》(1940年 12月 16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 

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30页。 

⑤ 海棱：《延安市征粮工作是怎样进行的?》，《解放 日报》，1941年 l2月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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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议会为主，征粮委员会和村长直接帮助政府工作同志从旁指导”。① 除了参议会，各县普遍地 

在各村召开村民大会和家长会议 ，并主要由家长会议民主讨论各户的公粮数目。一篇记述延安县 

龙儿湾征粮情形的征粮通讯《家长会议》，生动地描述了家长会议是如何民主讨论的： 

山洼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全自然村的家长都到齐了，二十六个人挤在一个狭长形的窑 

洞里。区长坐在炕沿上，其余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柜上，有的坐在炕上，乱七八 

糟的，嘈杂在一起。 

区长开始一个一个地宣读着各家的调查情况，和计算公粮公草的数字。 

“武秀芳，村长，开磨坊⋯⋯按条例应征收公粮七斗，草三十斤，大家说对不对?” 

“咱没意见，同意政府提的数字”，村长首先响应。 

“李志中，八 口人，雇短工三人，全劳动力四人，磨两盘，驴四头，马二匹，牛两条，⋯⋯实收 

小米十七石九斗，除去工资三石四斗，实收小米十四石五斗，每人平均一石八斗，应以百分之十 

八征收，合征米两石六斗一升，草二百斤，大家有没意见?” 

区长念着一长串冗赘的调查情况，但是听的人，注意力都放在最后两句。 

“区长，我说老李应该减一些，因为他出公债，运盐⋯⋯凡是政府的号召，他都打先锋，⋯⋯这 

样的人应该鼓励，看大伙儿怎样言传”。一个吸着旱烟的老头这样解说，李志中还没有开口， 

大家附议老头的话，并提议减去二斗一升，一致赞成。 

区长继续往下念，很顺利的已经通过十七个了。现在念着：“张黑虎，全劳动力，平常做泥 

工，每月可挣得三斗，全年按十月计算，共合三石，应按百分之十五征收，征粮四斗五，草三十 

斤，因为他情形特殊，实征粮一斗，草三十斤。” 

“区长，我说我只能出二升。” 

“什么理 由?” 

“挣不下，没人请。”张黑虎这样简单的辩解，想马马虎虎搪塞过去，瘦削的脸颊，在菜油灯 

下，显得格外灰黯一些，大家的目光射着他。人们早会料到他会不承认政府计算的数目，还在 

两三月以前，他就悄悄的对人说：“今年公家要大征粮，挣下的也 白挣。”他鼓动别人少开荒： 

“够吃就行了。”村里人都知道他游手好闲，区长也知道。 

角落里那个青年农民起来讲话：“我提议像他这样的，应该出的多一些⋯⋯”。“他不服， 

咱们民主决定。”坐在炕上的老头把旱烟管递给区长，装上一袋烟。 

接着抗后会主任发表了一通理论：“出公粮是为的抗 日救国保家乡⋯⋯要知道没有八路 

军，也没有边区啦”⋯⋯讨论的结果，没有减，也没有加，大家同意要他出一斗，并警告他明年 

这样子就不行。 

第二天，龙儿湾家长会议的情形，差不多第一行政村全都知道了，别的村也采取同样的办 

法：“先调查清楚，再召开家长会议，民主决定，好的要鼓励，坏的要斗争。”② 

① 《延安县府征粮工作报告(节录)》(1941年 12月 19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 

选编》第4辑，第430页。 

② 海棱：《家长会议——龙儿湾征粮剪影》，《解放 日报》，1941年 11月30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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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解放 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负担者的公粮数额都经过民主评议，有的村民觉 

得征得重了，就民主决定减轻了，有的不肯负担公粮的，村民就要民主决定其负担，在通过各家各户 

的公粮负担数额后，又推举出评议员组成评议会，再一次对公粮负担进行评议。 

1941年，民主决定公粮负担的做法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也存在很多不足。首先，县参议会作用 

得到体现，但乡参议会作用很小。1941年靖边征粮中，“乡参议员并不能起很大的作用。⋯⋯镇区 

二乡，十八个参议员有十六个是党员(两个非党员是女的，常不到会)⋯⋯干部包办，对全乡公粮公 

草分配数目，先开秘密会议——干部会——决定，再拿到参议会去通过，这种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 

民主，引起参议员们很大的不满，因此他们也不积极讨论了”。干部也不理解参议会的作用，如靖 

边县龙州区有些乡的干部说 ：“还不是和从前一样，仍是由我们讨论 ，就是改了名称罢了!”因此对 

参议会的尊重也就不够。然而，县的参议员就有些不同。许多县参议员都能踊跃地缴纳公粮公草， 

给群众很好的影响。县参议员说：县和乡“两个办事不一样，有啥事政府和我们一道商量!”①其次， 
一 些评议会的构成和议员质量都有问题 ，不少不公平的评议员混迹其中。马岑区一乡四村的谬殿 

臣是征粮评议委员，在九个征粮委员中，谬殿臣和他的亲族占了五人，结果谬就把 自己的负担减轻， 

把别人的负担加重，村民不服，开了两次群众大会，重新提出评议委员名单，重新评议公粮数 目， 

“民主把 自私 自利的评议员推翻了”。② 再次，很多地方举行全乡的家长会议，结果由于互相不相 

识，没有气氛，如延安南区第一行政村“召开了全乡的家长会议，到会者70余户，秩序紊乱，发言不 

能深入，因此只匆匆地进行了宣传解释，报告了调查情况 ，宣布了核算数字，决定另行召集各自然村 

的家长会议”。⑧ 最后，公粮征收程序上先分配数 目再调查的多，先调查再分配数 目的少。这就使 

公粮征收更多的仍然延续 1940年的层层摊派的做法。 

1941年边区公粮奇缺，在征收之前已经借了近 5万石粮和买过一次粮，因此完成公粮是迫在 

眉睫的当务之急。同时调查工作一直困扰着公粮征收，“不能得到十分精确材料”，因此无法按公 

粮条例规定的累进率进行征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家长会议》报道上看到的那样，在 

“民主决定”的形式之下，公粮征收基本上是实行了一种“完全的民主摊派”。“这一种办法的优点， 

在于简单迅速，不经过精确调查，就进行征收，它的好处是在战时环境下中，迅速完成任务”，虽然 

公粮负担很重④，但群众说“今年咱出粮虽重，但大家都是一样”。⑤ 

公平的另一层含义是边区绝大部分人都承担了公粮任务，“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公平合理的负 

担了征粮任务”⑥，有些地方甚至高达95％以上，连按照条例免征三年公粮的很多难民都承担了公 

粮。在 1940年之前，公粮负担主要在地主和富农身上，1941年的公粮虽然重，但是几乎所有人都 

承担了公粮。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延安中区的高区长说：“去年征了粮老百姓天天来打官司，嫌不 

公平，今年的粮已经征后一周了，连一个人也没有来区政府打官司，虽然比去年重了一些，但群众感 

觉到[倒]是服气了，‘不怕重，只怕不公平 ’，这是群众的老实话。”⑦看来，中国的政府和农民都共 

享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公粮负担上就共享着“不怕重，只怕不公平”的思想。 

① 李焕时：《征粮中的二三事》，《解放 日报》，1942年2月8日，第4版。 

② 《征粮小故事》，《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第4版。 

③ 《延市征粮办法好，预计年底完成任务》，《解放日报》，1941年 l2月26日，第4版。 

④ 延安县有许多老百姓与个别干部都在讲：“今年公粮征收完，明年连米汤也喝不上了。”参见王丕年《救国公粮征收以后 

对农民的生活影响怎样?》，《解放 日报》，1941年 12月21日，第4版。 

⑤ 赵艺文：《介绍去年征收公粮的几种方式》，《解放日报》，1942年9月12日，第2版。 

⑥ 《财政厅长南汉宸谈公粮公草全部完成》，《解放日报》，1942年 2月14日，第4版。 

⑦ 海棱：《延安市征粮工作是怎样进行的?》，《解放日报》，1941年 12月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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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从表5中，似乎也可以看到，虽然公粮征收率已经很高，但农民的意见似乎还是满意的居 

表5 延安川口四乡公粮征收评议及本人意见表 

每口细粮 应征百 应征粮数 评议应征数 评议百 姓名 成分 家
口 雇工 本人意见 (石) 分率(％) (石) (石) 分率(％) 

谢福舟 富农 5 2 3．8 30 8．1 9．0 33 满意 

谢万成 富农 4 2 3．8 30 6．9 8。0 35 满意 

代会富 富农 7 2 3．2 22 4．5 7．5 38 重了一些 

方大贞 富农 5 无 3．9 30 5．8 7．0 36 差不多 

方大祥 中农 5 无 2．0 20 2．O 2．2 22 满意 

阎克元 中农 1．6 16 1．3 1．4 l7 没意见 

苗尚海 中农 6 1 1．7 17 2．1 2．7 26 本人自报 

评得好，照顾没地、 曹怀才 贫农 
3 0．5 2．0 20 1．4 1．1 15 

没牲口的穷人 

朱继明 贫农 4 无 1．O 10 O．4 0．5 12 没意见 

贾城山 贫农 3 无 1．3 13 0．5 0．6 15 没意见 

资料来源：工作组长张世杰：《延安川口四乡试征工作报告》，《解放 日报》，1942年 l2月6日，第4版。 

“不怕重，只怕不公平”。在民主的形式之下，沉重的公粮负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被公平所消解了。 

四、土地调查与农业累进税 

民主的上位，其原因还在于调查的缺位。调查数据的缺乏使公粮的分配与征收都因缺少支撑 

而很难做到公平，不得不求诸农民“民主决定”的形式来弥补。面对 1941年沉重的公粮负担，边区 

政府并无给各县公平分配的确实数据材料，各县县长也没有确切调查数据，“县长联席会议上的讨 

论，各县县长有的只注意了讨价还价的争论，有的则毅然决然的应承了分配定的数量，而无论推辞 

的应承的都很少客观调查材料的提出，以致分配结果发生了轻重不均的毛病”。各县分配的数字 

已轻重不匀，民主的形式也只能是在小范围内寻求一点小公平。当延安县“以 3％的人 口承受了 

13％的公粮任务”时①，延安县内各级参议会、村民大会、家长会议、评议会等等一切民主机构所能 

做的其实已经非常有限。 

毕竟，救国公粮是一种动员，是在传统的田赋征税办法无法汲取财源支撑现代政府财政开支和 

战时军政人员粮食下的一种临时措施。当战局稳定下来之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开始 

考虑在救国公粮的基础之上开始试行农业累进税(以下简称“农累税”)。毛泽东意识到救国公粮 

是“一种不完善的税收办法，做得好，只能达到人民负担公平合理的目的，对于农民生产情绪不能 

l6 

① 《确定今年征粮总额以后》，《解放日报》，1942年3月31日，“社论”，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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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有力的刺激”。① 谢觉哉也承认，“农业税、田赋方是正规的，救国公粮只是临时性质”。② 

虽然在民主的形式之下，陕甘宁边区完成了1941年和 1942年的公粮征收的艰巨任务，但救国 

公粮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第一，救国公粮的累进率一直没有被较好地执行 ，摊派性质明显。 

公粮还带有摊派的缺点，每年公粮数 目由上而下从边府逐级分配到各县、区、乡，这种办法不容易做 

到全边区真正的户与户间的公平合理，因此征粮过后时常发生两县接壤区、乡农民的负担有很大差 

别的现象。第二，单纯按收获量计算征粮 ，而不顾及农民原有家产的多寡，家产多的大户占便宜，家 

产少的小户吃亏。在未经分配土地的绥德分区及富县、庆阳等县，公粮负担问题较多。比如，富县 

“有些光身汉贫农或伙种地的农民每人收细粮四、五石，如果按条例累进税征收百分之三十的粮， 

群众和评议会认为是不公平，因为他们虽打得几石粮 ，但是家庭生活不好，没有婆姨和娃娃”。⑧ 第 

三，公粮动员只针对收入征税，不对土地征收财产税 ，是不合理的。土地作为农民最大宗的财产却 

不纳税，对政府的扩大税基也是不利的。第四，单纯按收获量计算征粮，影响农民改良生产提高产 

量，更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分配过的地区的农民对此有反映，他们的产量提得越高，要负 

担的公粮就越多，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每年税额都不固定也影响生产情绪。 

经过了多年公粮动员之后，边区政府多少掌握了一些边区的人口、土地和产量数据，实行农业 

税的条件日渐成熟，因此毛泽东提议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三年进行人民土地的调查与登记，依此制 

定一种简明的农业累进税则，依一定土地量按质分等计算税率，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与质 

计算交税数目⋯⋯增加生产积极性”。④ 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于 1943年在延安、绥德、庆阳三 

县试行农累税，1944年试行的地区进一步扩大。 

陕甘宁边区农累税对土地和收入分开征收，“土地财产税以土地常年产量为计税标准”，“农业 

收益以常年产量计税”。⑤ 按常年产量征收的好处有二 ：一是避免了救国公粮按实际产量征收所带 

来的问题，二是简化了对于农业收益产量的调查 ，使调查可以集中在土地数量之上。⑥ 同时为了简 

化土地常年产量的核算 ，对土地分了三等九级，“水地为一等地，划分为上中下等(一、二、三级)。 

川塬地为二等地，划分为上中下等(四、五、六级)。山地为三等地 ，划分为上中下等(七、八、九 

级)”⑦，按照不同的等级估定了不同的产量(见表 6)。 

表6 警备区土地常年产量评估表 

土地类型 水地 川地 山地 

土地等级 上 由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产量(粗粮，石 ) 3 2 1．5 2 1．5 O．8 0．7 0．5 0．2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办法说明》，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第349页。 

① 毛潭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86页。 

② 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 

史资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 121页。 

③ 《征粮工作》(1944年5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98页。 

④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777页。 

⑤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1944年6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 

选编》第8辑，第220页。 

⑥ 累进税的调查与人口、土地和产量有关。人口调查是相对较容易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就基本完成了对各县的人 口调 

查．而且调查数据较为准确。 

⑦ 《陕甘宁边区农业累进税试行细则》(1943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7辑，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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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土地常年产量评估表，按图索骥就可以求得常年产量，原来在救国公粮时耗时费 日孜孜以 

求的数据，就变得举手易得了。 

农民对于按常年产量征收也非常欢迎。在安塞实验时，四区三乡的吴光才说：“按常年产量征 

税是个硬办法，这样征收，不但公平合理，就是二流子也得动弹起来了!”庆阳的一个农民说：“丈地 

征粮实在公道，地分三等九级，更是合理，这样算粮，我就知道明年该出多少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务 

营庄稼，多收下粮都是自己的。”绥德新一区二乡马鸡冠也说：“农累税按常年产量计税真公道，做 

务好的打粮多，负担少，以后多锄两次草，多上两筐肥，就够交粮了。”① 

农累税的最主要前提和依据是“丈量土地、清查土地面积与评定其常年产量，解决土地纠纷， 

确定土地所有权，办理土地登记等工作”。② 在解决常年产量之后，调查土地就剩下土地登记和土 

地清丈两个工作了，土地登记是农累税中的一项主要工作。农民对于政府为征税而进行的土地登 

记和清丈总是心有抵拒，多有瞒报情事，而且瞒报的数量很大。一般来说，“中贫农的地，靠村边的 

地，路边的地，经过买卖的地，川地，水地，以及小块地，在丈量之后，增加不甚多，而地主富农及富裕 

中农的地，远山上的地，公地，未经过买卖的祖传地，及土地革命时分配了的土地，其实有数与原有 

数相差非常大，丈量之后，往往涨出几倍到十几倍”。⑧ 

对于瞒报土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延安川口区六乡在登记土地时曾对群众说：“大家都要 

实报，如果有人地太多种不了，可调剂给地不够或者没有地的人种”，这样把群众的积极性激起来 

了，有的竟在月夜里偷偷给大户去“打地”，看看他们报的实不实，把报少了的户，报告给政府。④ 庆 

阳的办法是在登记土地时同时确定地权，农民害怕瞒报会丧失土地权利，因此很少瞒报。政府对农 

民说明，“确确实实的登记土地，公平合理，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这次登记土地，并且确定了 

地权，谁少报，谁就吃亏”，在丈量登记时很少有人隐瞒，“该区一乡居民徐兰祥，有土地 24亩，只报 

了11亩，事后他想隐瞒到底不对”，怕因此失去地权，第二天便又 自动去乡政府承认错误，要求重 

新如实登记。通过这种办法，总体上，土地丈量准确率能达到95％以上。⑤ 

农累税试行所得到的成果，其最大者有二，第一是土地数量的增加(见表7)，第二是各阶层负 

担的公平合理(见表 8)。可以说，农累税的主要目的都已经达到。 

表 7 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后统计土地数量(1943年) 

地区 原统计土地(垧) 农累税后统计土地(垧) 增加土地(垧) 增加土地占原统计土地的比例(％) 

绥德县 11个区 298931．5 348274．1 49342．6 16．5 

庆阳县 43644 486457．4 50o15．4 l1．4 

延安县5个乡 1l213 263O0 15087 134 

① 《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简况》(1944年4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r-,z~府文件选编》第 

8辑，第154页。 

② 《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简况》(1944年4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辑，第 148页。 

③ 吕克白：《延安川口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的成果》，《解放日报》，1943年 12月30日，第2版。 

④ 吕克白：《延安川口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的成果》，《解放日报》，1943年 12月30日，第2版。 

⑤ 《陇东开始征收粮草》，《解放日报》，1943年 11月2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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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后征收额的增加(1943年) 

农累税应征额 实征额 公粮额 农累税超出公粮额 超出额占公粮 负担户占总户数 地
区 (石) (石) (石) (石) 比例(％) 比例(％) 

庆阳县 15690．06 14663．99 1350o l163．99 8．6 78．85 

绥德县 11个区 9889．36 9300 589．36 6．3 59．4 

资料来源：《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简况》(1944年4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 

编》第8辑，第151页。 

在各阶层负担上，农累税也较好地体现了各阶层的累进征收(见表 9)，各阶层的负担相对比较 

公平，纠正了以前的“民主摊派”的问题。 

表 9 绥德两个乡各阶层负担额占总收益百分比 单位 ：％ 

阶层 平均 最高 最低 

地 主 43 46 23 

富农 20 23 17 

中农 l】 15 7 

贫农 6 8．4 3．8 

资料来源：《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 11月24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 

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第386页。 

总体来说，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统一累进税通过常年产量的方法，简化了公粮征收中费时费力的 

调查工作，既增加了政府的公粮收入，又增加了征税的土地，同时也真正实现了中共意识形态上追 

求的累进税。作为动员的救国公粮终于破茧而出，演化为正规税收制度的农累税了。 

[作者周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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